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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序

四川大学是中国最早一批近代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一个。近十余年

来，又经两次“强强合并”，成为学科覆盖面较广、综合实力较强的

综合性大学。一百多年来，四川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日益壮大

的过程中，从国学研究起步，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不同的学术流派

融合互动，共同成长，形成了今日既立足于中国传统，又积极面向世

界的学术特征。

作为近代教育机构，四川大学的历史要从 1896 年设立的四川中

西学堂算起。但具体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可以直接追溯到清同治

十三年（1874 年）由张之洞等人创办的四川尊经书院。在短短二十

几年的办学历史中，书院先后培养出经学家廖平、思想家吴虞等一大

批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学者，也因此使四川成为国内

研究经、史、文章等中国传统之学的重镇。此后，在 20 世纪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里，以国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蜀学”成为川大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拥有张森楷、龚道耕、林思进、向楚、向宗

鲁、庞俊、蒙文通、刘咸炘、李植、李培甫、伍非百等一大批国内知

名的学者。

近代蜀学在研究内容上以传统学术为主，在观念与方法上则立意

求新。廖平经学思想曾经作为 19 世纪晚期变法维新的基本理论依据

之一，知识背景上也不乏西学色彩。20 世纪 20 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

学者如庞俊、刘咸炘等人，更是亲自参与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

的转变。其中，蒙文通由经向史，同时又广涉四部之学，在晚年更是

力图从唯物史观探索中国社会与思想的演进，最能代表这一学术传统

包容、开放而具有前瞻性的眼光。

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现代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也逐渐在川大

开展。1922—1924 年吴玉章在此担任经济学课程，鼓励学生通过社

会科学的研究，思考“中国将来前途怎样走”的问题。1924 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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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设立了十个系，在人文社会科学六系中，除了更多地延续着蜀学风

格的中文系外，教育、英文、历史、政治、经济五系均着力于新的社

会科学研究。这一科系的设置格局一直持续到 30 年代初的国立四川

大学时期。

川大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和大学。作为教会学校，华大文科

自始即以“沟通中西文化与发扬中西学术”为宗旨，而尤擅长于西

式学问。其中，边疆研究最放异彩。1922 年创办的华西边疆研究学

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及其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

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在国际学

术界享有盛誉。华西大学博物馆以“搜集中国西部出土古物、各种

美术品，以及西南边疆民族文物，以供学生课余之参考，并做学术研

究之材料”为目标。在美籍学者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

主持下，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基地。

华大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国际色彩，二是提倡

跨学科的合作，三是注重实地踏勘，而对边疆文化、底层文化和现实

问题更为关注，与国立川大校内更注重“大传统”和经典研习的学

术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双方各有所长，其融合互补也成为 20 世纪

三四十年代两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向。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

始，华大一方面延请了庞俊、李植等蜀学传人主持中文系，加强了国

学研究的力量；另一方面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中国化，一批既有现代社

会科学的训练、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国学者如李安宅、郑德坤等

成为新的学术领袖。

1935 年，任鸿隽就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后，积极推动现代科学

的发展。1936 年 5 月，川大组建了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在文

科中首倡实地调研的风气，也代表了川大对西南区域跨学科综合性研

究的发端。此后，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组

织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掌握了西南地区社会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在历史学方面，较之传统史学而言更注重问题导向和新材料之扩充的

“新史学”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迅速迈向国内史学界的中心。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开始，川大校内名师云集。张颐（哲学）、朱光潜（美

学）、萧公权（政治学）、赵人 （经济学）、徐中舒（历史学）、蒙

文通（历史学）、赵少咸（语言学）、冯汉骥（考古学、人类学）、

闻宥（民族学、语言学）、任乃强（民族学）、胡鉴民（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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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迪先（经济学）、缪钺（历史学）、叶麐（文艺心理学）、杨明照

（古典文学）等一批大师级学者均在此设帐，有的更任教终身，为川

大文科赢得了巨大声誉。

在不同学术流派的融合中，四川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形成了自己的

特点：一方面具有传统学术通观明变之长，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明的现

代学术意识。1952 年，在院系调整中，随着华大文科的并入，更使

川大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继

续保持传统优势学科如古典文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

发展的基础上，新的学科如宗教学、理论经济学、敦煌学、比较文

学、城市史等也成长起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极高

赞誉的学者，为川大文科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06 年是川大建校 110 周年，为了继续发扬深厚的学术传统，

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繁荣，学校决定设立“四川大学哲学社

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川大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原创性

学术精品的出版。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助于川大学术大

师的不断涌现和学术流派的逐渐形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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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近代中国工商同业公会的研究，既反映了中国行会史、商会史研

究进一步扩展和深化的学术趋向，也体现了当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

政府职能转换、行业自律规范的现实关怀。自 1990 年以后，开始受

到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已经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颇有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新领域。因中国“地大物博”，各地区历史演

变不同步，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当前的研究中，最需要的是不同

地区、不同类型城市的个案研究，以充分揭示商人组织的地域性特

征，从而为总体性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不过，检视已有的成果，

主要集中在抗战前上海、苏州等沿海大城市的银行业、丝绸业，尤其

缺少内陆城市或区域同业公会的中观研究。成都作为中国内陆的中心

城市，历史上素以商业闻名，但关于成都商人组织的研究却十分有

限。本书就民国时期成都同业公会的历史演变、制度构建、组织功能

及其与地方政府、商会的关系进行探讨，恰好提供了一个内陆商业消

费性城市同业公会组织的个案研究成果。

近 20 年来中国商人组织的研究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一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发掘和利用商会的原始档案。本书同样发掘和

利用了成都市档案馆所藏的数千卷民国时期成都商会、同业公会、工

商联以及地方政府的原始档案，也较多地利用了当时的地方报刊，这

些资料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而收集这些浩繁的原始

档案和报刊资料，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经费，克服难以预料

的诸多困难；且作为一名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高校教师，作者还有比

较繁重的教学任务和其他科研任务。在当前社会比较功利和浮躁的大

环境之下，没有对学术研究的求实态度，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本书作为研究民国时期成都同业公会的第一部专著，受益于前人

研究的引导和启发。与本书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如研究苏

州、上海、天津等地商会、同业公会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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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史的众多论著，对作者的研究都有不少帮助和启发。前辈学者的

治学精神和理念、史学思想和方法，也无时不在影响和启发着后学者

的研究。学术研究正是在前人的引导和启发下才不断有所创新、有所

前进。

本书也体现了作者根据成都商人组织的实际情况所进行的独立思

考和认真探索。其一，本书的研究思路虽然受近 20 年来流行的“传

统—现代化”模式的较大影响，但与以往研究更多关注商人组织

“变”的面相比较，作者似乎更关注成都同业公会相对“不变”的面

相。其二，本书在注意探讨同业公会的现代性制度的同时，也具体地

分析了同业公会的实际运作，从而得出了成都同业公会“实际上就

是在现代性制度外衣下的传统组织”的观点，虽然这一观点还可以

进一步论证和深化，但却提示我们对转型社会中这种“貌合神离”、

“新旧互渗”的现象给予更多关注。其三，本书虽然没有将成都与上

海、苏州等沿海城市的商人组织进行具体的比较研究，但研究中同样

存在沿海地区商人组织这一参照系，从对照中发掘内陆地区商人组织

的特征。如关于同业公会与商会的关系，提出两者“法律地位上是

平等关系，组织管理上是上下级隶属关系”的见解，多少揭示了两

者关系的复杂性；关于同业公会与政府关系，提出抗战后商会与同业

公会组织成为地方政府统治的“工具”的结论，与以前的“中介”、

“中间组织”说亦有所不同。

如果将近代中国商会和同业公会史研究比喻为一座大厦，本书也

许只是为这座大厦增添了一砖一瓦，当然，任何学术大厦无一不是依

靠坚实的砖瓦建构起来的。对于本书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我

相信读者和专家都会有自己的评判。在此，祝愿柏槐博士以本书作为

一个新的起点，在学术探索中取得更多成就，并借用最早倡导商会史

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的话与之共勉：“历史是已经画上句

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

谢 放

2006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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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选题旨趣

工商同业公会是民国时期由同一区域内之工商同业者设立的，以

维持同业公共利益、矫正营业上之弊害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的社会

团体。

中国工商同业组织有悠久的历史，“盖当太古经济问题发生以

后，由自然经济时代而进为货物交易时代，乃所谓同业公会者，遂应

运而生焉”①。这里所称的同业公会，含义为“公众之会”。民国以前

的工商同业组织，唐宋时期称为“团”、“行”，明清一般称为行会、

会馆、公所或帮。1918 年，北京政府农商部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

则》，“吾国工商业团体，本于会馆公所制度之精神，其称为工商同

业公会者，则始于民国七年颁布之工商业同业公会规则”②。1918 年

以后，各地相继出现同业公会组织，如天津，截至 1920 年设立公会

组织达到 40 个。③ 但《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在要求各区域工商同业

者设立公会的同时，又规定“原有关于工商业之团体，不论用公所、

行会或会馆等名称，均得照旧办理”④。于是，有的地方出现了既有

同业公会，又有公所或会馆等组织，如上海工商团体中，到 1926 年，

仍然有会馆、公所组织 239 个，但也出现了大量同业公会组织；⑤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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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中华书局，1995 年，第 115 页。

工商部工商访问局编：《商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诠释》，1930 年印行，第 67 页。

天津档案馆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 1 册，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 248 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3 辑农商（二），江苏古

籍出版社，1991 年，第 845 页。

魏文享：《民国时期工商同业公会研究》，博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

究所，2004 年 6 月，第 39 页。



的区域根本就没有组建同业公会，仍然保留了原有行业“帮”的构

架，成都即是如此，实际上就是一个新旧杂处的格局。1929 年，南

京国民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要求“凡在同一区域内经营各

种正当之工业或商业者均得依本法设立同业公会”，而且要求原有公

所、行会、会馆或其他名称工商团体组织，均应在一年内依法改组设

立同业公会。① 这之后，公所、行会、会馆或帮等名称的工商同业组

织在中国消失，工商同业公会组织在全国陆续建立起来，成为民国时

期工商同业组织的主要形式。据统计，截至 1933 年 6 月底，全国 21

个省市向国民政府实业部备案的工商同业公会共计4 185个。②

民国时期的工商同业公会，虽是工商业者根据法规组建而成的社

会团体，但在民国政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制度角色。在民国政府一方

而言，同业公会等商业组织是政府“推行政令、控制社会的工具”，

是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1939 年，成都市市长杨全宇在各

同业公会文书会计训练班开学典礼训词中就明确阐述道：“现在政府

方面对于都市居民已有保甲组织，但是单有保甲组织还感觉不够，要

是各同业公会能组织健全，其所收的效果，必定比现在的保甲组织还

要来得强些。”他说，一个都市的构成，系以工商业界为主要分子，

都市里面的各种问题往往与工商业会发生密切的关系，工商业之荣枯

往往直接影响到都市之盛衰，而且也关系国力之强弱。他认为工商业

组织与政府之间是“相依相助”，必须要“上下合一，必须声息相

通，意见一致，民情易达于政府，然后政令乃易推行于民间”。各同

业公会“既是都市政府的基本组织，在消极方面负有臻进同业福利

的任务，同时在积极方面负有协助政府推行政令的任务”。③ 曾长期

在南京国民政府从事同业公会管理工作的李森堡也认为，同业公会是

民国时期最重要的社会团体，“同业公会是社会最基层组织，亦如同

保甲为政治之基层组织一样为工作起点”，政府借助同业公会等团体

组织，“也便于管制，容易动员”，“如保甲组织在政治上负起了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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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690 ～ 6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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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和配合地方自治的艰巨责任，但是同业公会在社会经济上也可以

说同样地负起了实施宪政和配合地方自治的艰巨责任，保甲组织是决

定于地缘性和政治性，同业公会却决定于业缘性与社会性”。① 可见，

同业公会如同保甲组织一样，是民国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基层组

织”。所以，对民国时期同业公会制度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厘清中

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从一个层面加深对民国社

会的认识。同时，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各种

行业协会、行业公会在各地纷纷建立起来，对民国时期的同业公会进

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借鉴历史经验，构建起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行业

管理制度。② 正如马敏所言，如果能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将

当代行业协会、同业公会等组织与近代同业公会进行比较研究，“对

于正确规范当今行业组织的发展与作用更不乏其现实意义”③。

二、学术史回顾

1. 行会史与商会史研究

民国时期同业公会的研究，缘起于中国行会史研究和近代商会史

研究。

根据朱英对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学术回顾，中国行会史研究最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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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李森堡：《同业公会研究》，青年书店，1947 年印行，第 11、165、169 页。

关于当代行业协会研究，近期的主要成果有：陈清泰主编：《商会发展与制度规

范》，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年；戎文左主编：《从部门管理转向行业管理》，经济科学出

版社，1996 年；国家经贸委产业政策司编：《中国行业协会：改革与探讨》，中国商业出版

社，1999 年；张崇和：《行业发展与协会工作的思考》，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 年；刘

建民编：《商业行规及其疑点、热点、重点、难点》，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 年；中国

工业经济联合会编：《全国工商领域行业协会职能与作用》，中国商业出版社，2000 年；蒲

文昌等：《市场经济与民间商会———培育与发展民间商会的比较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宋美琰：《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行业管理问题》，《经济研究》 1995 年第 8 期；

李宇龙、吴健中：《构建新型的监管体系：关于组建我国商业银行同业公会的思考》，《上

海金融》 1997 年第 8 期；李修义：《同业公会是实行行业管理的一种好形式》，《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 1989 年第 5 期；吴刚：《“入世”与行业协会创新》，《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1 年第 3 期；余晖：《行业协会及其在中国转型期的发展》，载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

办《制度经济学研究》 2003 年 1 月第 1 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年；等等。

马敏：《近十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及其展望》，《近代史学刊》 2001 年第 1 辑，华

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一些在华的外国人开始以田野调查方式对中国

行会进行考察，但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进入 20 世纪以后，一部分

中外学者对行会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颇具价值的研究

成果，如郑鸿笙的《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国闻周

报》第 2 卷第 19 期，1925 年）、全汉升的《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

新生命书局，1934 年）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中国史学界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行会也是其中重要

的议题，不仅研究成果的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学术水平也明显提高，

如彭泽益的《十九世纪后期中国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历

史研究》 1965 年第 1 期）、何柄棣的《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学生书

局，1966 年），等等，而且这一时期还整理出版了大量行会碑刻、史

料等资料辑刊。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史学界开始关注和研究近代

商会史，行会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拓宽，并且将行会与近代商会、近代

同业公会进行比较研究，认识进一步深化，有价值的成果辈出，如魏

天安的《宋代行会制度史》（东方出版社，1997 年）、王翔的《近代

中国手工业行会的演变》（《历史研究》 1998 年第 4 期）等；资料的

整理也有了新的进展，出版了《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

1995 年）、《苏州丝绸档案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 年）、《清代

工商行业碑文集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年）、《北京会馆史料》

（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年）等。史学界对中国行会史的研究，主要

探讨了行会的产生时间、行会的特点、行会的功能、行会的作用、会

馆公所的性质、行会的发展演变、行会与商会的关系、行会与政府的

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并进行了中外行会的比较研究。① 中国传统行会

是民国时期的同业公会的前身，民国时期的同业公会是中国传统行会

的延续，因此，中国行会史的研究成果，为民国时期同业公会的研

究，一方面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可资比较研究

的素材，而且随着中国行会史研究的深入，也呼唤对其民国时期的延

续形态———同业公会进行梳理、比较、总结。

中国近代商会史的研究，1980 年以前有海外学者开始关注，内

地学者无专门讨论。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经章开沅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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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从整理苏州商会档案开始起步，商会史研究逐渐成为国内中国近

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成果已极为宏富。① 这些成果中，除了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等大型历史资料的整理

出版外，颇有份量的代表性著述有：徐鼎新、钱小明著《上海总商

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朱英著《辛

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年），虞

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马

敏、朱英著《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

（巴蜀书社，1993 年），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

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年），朱英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

———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马敏著《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朱英著《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宋美云著《近代天津商会》（天津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2 年）等。已有的研究，从资产阶级、传统与现代、

市民社会、社团主义、中介网络等多个理论视角，② 对商会的成立与

发展、商会的性质、商会的特点、商会的成员构成及领导权、商会与

政府间的关系、商会与会馆公所的关系、商会与传统行会组织的关

系、商会的政治参与等等问题，进行了多元化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

价值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史、社会史、现代化史和经

济史诸研究领域的进展”③。但这些研究，理论尚有缺失，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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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 2001 年第 5 期；朱英：《与

时俱进的商会史研究———兼评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天津社会科学》 2003 年第 3

期。

参见魏文享：《民国时期工商同业公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

近代史研究所，2004 年 6 月，第 8 ～ 11 页。

马敏：《近十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及其展望》，《近代史学刊》 2001 年第 1 辑，华

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仍需改进，商会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民间外交活动等方面的主题

研究有待深入。除此之外，学界共同认知，商会的研究领域亟须拓

展。马敏谈道：“过去由于受资料的局限，商会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沿

海大中城市的研究，又主要集中在对上海、天津、苏州三地商会的研

究，对内地商会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在时间跨度上，过去一般偏

重于对清末民初商会的研究，而对民国后期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冯

筱才也持相同的观点：“可能由于资料发掘尚不够，近几年讨论商会

史的论文绝大多数仍未能突破二三大城市的范围，时间上仍未能向下

延伸，如 1927 年以后中国各地的商会组织究竟是什么状态，我们所

知仍非常有限。”他们认为，应该加强区域性的商会研究，针对不同

的个案，进行细致的分析，再来做一定的比较，方可得出较为接近历

史真实的结论，再现中国商会史的实际面貌。①

中国近代商会是从传统行会组织中生长出来的。民国时期，由传

统行会转化而来的同业公会又作为商会的基层组织而存在，被纳入商

会的组织系统之中。因此，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的深入，要求进行同

业公会发展史的研究。1998 年 7 月，在天津召开的首届“商会与近代

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有的学者就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包括同业公

会在内的商会基层组织的研究。② 2000 年 8 月，在湖北十堰举行的

“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马敏直接强调研究同业公

会的重要性，他说：“到目前为止，对近代同业公会的研究基本还是一

个空白，仅有为数甚少的几篇单篇论文，多限于简单的介绍。目前亟

须充分发掘为数甚巨的各地同业公会档案及相关资料，对近代同业公

会的产生、发展及运作情况进行历史的考察，探明行业组织由行会向

同业公会转变的历史缘由，分析同业公会对企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

响，厘清同业公会与商会、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此类业缘组织对于

政府加强行业管理与规范的作用。如果从同业公会的角度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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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组织系统的构成，无疑对城市组织史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①

2. 同业公会史的研究

早在民国时期，已有对同业公会的一些论述，有些是从行业利益

的角度阐述建立同业公会的必要性，有些是从政府管理的角度阐述同

业公会的渊源、组织制度、与政府的关系等。② 民国时期的这些论

述，尽管从研究的角度看不是很深入，但时人的看法和观点，为我们

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1949 年后至 1990 年间，没

有直接涉及民国时期工商同业公会的研究，只有一些行业史的著述中

包含有相应行业的同业公会组织。③ 另外，这时期有一部分中国台湾

地区学者及其他海外学者涉及民国时期同业公会的研究，较有代表性

的著述如：中国台湾地区学者侯家驹的《台湾地区同业公会之研究》

（台北《台湾银行季刊》第 23 卷第 3 期，1972 年 8 月），日本学者今

崛诚二的《帮、同乡会、同业公会和它们的转化》（东京《近代中国

经济与社会》 1951 年第 3 期），俄罗斯学者阿维那里乌斯的《中国工

商同业公会》（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中华书局，

1991 年），法国学者白吉尔的《上海银行公会（1915—1927）———现

代化与地方团体的组织制度》（《上海研究论丛》第 3 辑，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1989 年），美华裔学者刘广京的《中国工商业同业公会

的历史考察》（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88，Vol. 57，No. 1）等。

1990 年以后，由于传统行会研究和近代商会研究的深入，民国

时期同业公会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关于同业公会的研究成

果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商会史研究中涉及同业公会，主要是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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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朱英：《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研究》 2000 年第 6 期；

马敏：《近十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及其展望》，《近代史学刊》 2001年第 1 辑，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1年。

如士浩：《银行公会效能之发挥》，《银行杂志》第 1 卷第 2 号；陈行：《我国银行

公会与近代银行发展之关系》，《银行杂志》第 1 卷第 16 号；徐沧水、郑鸿笙：《中国工商

同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国闻周报》第 2 卷第 19 期，1925 年 5 月 18 日；《上海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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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传统会馆、公所、行会等向同业公会转化趋向的探讨；① 其

二是中国传统行会史研究顺势而为，发展为对同业公会的研究，主要

探讨传统行会向同业公会转化的原因，并作一定程度的比较；② 其三

是对同业公会的专题研究，包括对同业公会的产生与发展、同业公会

与商会以及同业公会之间的关系、同业公会与政府的关系、同业公会

的性质及特点等方面的探讨。③ 这些研究认为，传统会馆、公所、行

会是同业公会产生的历史源头，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近代工商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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